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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的發展方向往往會為了因應國內外時勢與環境而調整，然而人民與政府兩個主體之間的契約是在人民將權利讓與給政府之後，無論是一個城市或是一個國家，它的發展必須能夠保護人民的所有的一切。於是，當政府在推動國家發展時，是否應先思考契約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方能使其在計畫與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致偏離人民。本文將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來思考國家發展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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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年中華民國臺灣舉行地方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選舉，當時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韓國瑜以「貨出的去，人進的來，高雄發大財」為競選口號，並且在短短的數個月中在全國掀起韓氏旋風，即所謂的「韓流」。在11月24日投票結果中，韓國瑜以超過15萬多的票數差距，擊敗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其邁而取得勝選，終結民進黨在高雄市二十年及原高雄縣三十三年的執政；由此選舉結果發現，市民期待未來高雄市發展的方向是重經濟而輕政治。然而，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過程中，民間出現「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的聲音，從陳水扁獲得勝選連任的結果得知，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民認為經濟發展並非國家發展之首要工作。
依前揭所述得知，政府的發展方向乃會為了因應國內外時勢與環境而調整，然而人民與政府兩個主體之間的契約是：在人民將權利讓與給政府之後，無論是一個城市或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必須能夠保護人民的所有的一切。當政府在推動國家發展時，是否應先思考契約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方能使其在計畫與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致偏離人民。本文將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來思考國家發展的核心價值。
2、 社會契約論的核心價值
契約論是奠立近代社會基礎的第一個重要學說，因為契約論用「平等的人」（homme aequalis）代替之前中世紀社會「層級的人」（homme hierarchicus），使得近代的民主社會成為可能。但是，就歷史而言，人們究竟在何時何地簽訂此一重要的契約，實在是緲不可尋。因此，訂約的行為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假設，不如說是一個迷思（myth）。綜觀論述契約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分別是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湯姆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三位。霍布斯用契約論證明絶對王權論，洛克則用契約論奠立了自由主義；意即霍布斯與洛克是以契約論來說明「國家」或「政治社會」的起源。對霍布斯而言，人們由於害怕全面戰爭帶來死亡，因此藉著簽訂契約而成立國家，因而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洛克則將人與人的「同意」社會一奠基性事件，用以解釋政治體的起源，二者用契約來說明政治社會的起源，並證明權力的基礎。對盧梭而言，契約論的立意並非用以說明政治社會的起源，亦不必透過起源的轉折，而是直接用以說明政治權力的基礎。意即，政治權力的基礎不在於自然，而是在於契約。盧梭是直接以契約為權力之基礎的論點，由於他肯定每一個人都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而自由和平等是不可讓渡的，「因為放棄自由（和平等），便是放棄做人，便是放棄做人的義務和權利。」因此，只有各方的同意（即契約）才是權力的合法基礎。
在霍布斯的契約論中，人民訂約後將權力交給絶對王權；而在洛克的代議政治中，即使投票時有自由，一旦議員選出，人民又成了奴隸。對於盧梭而言，契約只能是結社之約，即藉著同意，由自由而平等的個人共同形成社會群體，從此開始有了公共權力。因此，我們可以說，從自由、平等的人出發所成立的契約是結社之約（pacte d’association），而非臣屬之約（pacte de soumission; pactum subjectionis），霍布斯與洛克的契約論中都存在臣屬之約。
對於盧梭而言，一切法制的最後目的有二，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亦是盧梭思考的核心。若法制相反於此，即使獲得人民的同意，亦屬無效。一切合法的權力皆來自結社之約，結社之約所形成的社會關係是立基於自由與平等的主體彼此的相互肯認。盧梭肯定每一個個人皆是人格、價值與權利的主體，不可渡讓，不可化約，契約是主體與主體相互的同意與肯認，亦是一切政治權力的基礎。
3、 社會契約論與國家發展
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的經濟學者Amartya Sen在其所著的『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指出，當吾人在研究國家的發展時，必須考慮到多方面向，特別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此三者為國家發展之核心，彼此相互影響與牽制。
在政治發展方面，學者在定義的語義上產生一些重疊與混淆的型態而編整出多種不同的定義，當Lucian　Pye提出「沒有單一的規模可以用來測量政治發展的程度」之概念後，許多學者則是同意此論點。在社約論中，盧梭認為政治是管理一個社會、維持社會和平、因應隨著歷史的變化而轉換立法、控制各種的正義與效益、調節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關係的藝術。倘若依循此政治藝術的發展，此可謂是政治發展的範疇與主軸。
在社會發展方面，盧梭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把自身和一切權力交給公共，受公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最高指導，我們將每個成員皆視為全體不可分割的部分看待。所謂的公共意志，主要是追求並導向公共利益或公共的善的意志，至於個別意志則是追求個別利益（intérêt particuliers）。個別意志依其本性便傾向偏好，而公共意志則傾向平等。而所謂的公共利益，實為個別利益衝突後而仍為眾人皆有益處的殘餘，在此處個別利益可獲得共同相合之處。例如在交通方面建設公路與鐵路；在教育方面設立學校；在健康方面建設運動公園與體育館；在藝文方面建設美術館與音樂廳院等，不可因為個人不需要而廢棄。
經濟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特別的領域，主要是研究國家的經濟由低收入朝著向上成長過程與社會進步的情形，在此領域中有些經濟的特性可作為衡量國家的福利程度，包括每年度的物品與服務的生產情形與社會指標，如平均壽命、教育程度與環境品質等。經濟發展源自於19世紀末，有些學者認為亞當．史密斯、李嘉圖與馬克思等皆為發展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研究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過程。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形成始於1940、50年代，主要探討殖民經濟轉型的問題； 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學家Milton Friedman主張減少政府的公共支出與對市場的干預，政府僅需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的調控。20世紀末，Sen認為「發展是擴張人類自由的過程，自由不僅是發展的目的，亦是主要的手段。」
此觀點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相互呼應。
4、 結論

洛克在『政府論』中談的是（建構）政府，但是其核心卻是（保衛）權利（權利即是被視為絶對right的自由）；而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中談的是（捍衛）自由，其核心卻是（限制）政府的權力（社會即是廣義的政府）。二位學者的論點，談論的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核心則在於保護人民的自由，此點與盧梭在契約論中所論及的核心價值則是相同的。隨著時間與空間的不同，政府對於國家發展的重心與方向理應調整以因應外部與內部環境的變化，例如政治發展可經由政府的立法與人民投票的行為，經濟發展可透過政府的政策調整與變革，社會發展則是在不同個別利益中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會關係，唯有立基於此一共同利益，社會始得以治理。
國家發展的目的是在於追求公共的利益，而其核心價值則是在於人民的自由與平等，無論時間與空間如何變化，政府均應恆以此核心價值建立與維護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我國在2018年的地方選舉，高雄市市長參選人韓國瑜以「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作為市政發展的競選政見，結果獲得大多數高雄市民的支持而贏得選舉。另一方面，在2004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候選人陳水扁獲得勝選，當時民間的口號是「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前者強調經濟發展，後者則認為國家發展之重心不在於經濟，臺灣社會的意識型態是當時大多數人所關切之事。由此可見，國家的政治文化是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轉移，國家發展的重心亦可因應而調整，然而，不變的是人民與國家之間那張無形的契約：「每一個人把自己讓與公共，不是把自己讓與什麼人；他對於每個分子，都可取得相同於他自己所許與他人的權利，所以，他獲得相當於他所喪失的一切，並獲得更多的力量以保護他所有的一切。」契約的核心價值在於自由與平等，當人民讓與自己的自由與平等，他們所期待獲得的是國家可以更多的力量保護他的自由與平等，因此，國家發展的方向應以此作為恆久不變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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